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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知识颠覆的概念内涵、形成与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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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和市场环境的日新月异, 组织和个体的知识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冲击。组织员工如何在动荡环境中利用知识管理转危为机并促进创新, 成为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本研究

将采用扎根理论、文本分析、问卷调查和纵向跟踪的方法, 围绕“动荡环境中个体的知识颠覆”开展三项研究：

(1)基于知识管理的动态性和边界性, 厘清知识颠覆的概念内涵和维度类别, 并开发测量工具; (2)揭示动荡环

境中员工知识颠覆的形成机理; (3)基于社会自我保护理论和内隐理论, 从自我提升和自我验证的视角, 探究

个体知识颠覆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结果。研究的成果将拓展个体知识管理的理论内涵, 并为员工有效应对动荡

环境的知识颠覆提供实践启示。 

关键词  知识颠覆, 环境动荡性, 社会自我保护理论, 自我提升, 自我验证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提出 

在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和市场需求快速变化

的今天 ,  员工身处前所未有的动荡职场环境中 , 

面临着随时被取代的风险。如, OpenAI 系列不断

革新引发了人们对自己工作的担忧和对未来职业

的探讨(郭凯明 等, 2023; 王林辉 等, 2023)。文生

视频模型 Sora 的问世降低了影视编辑、动画制作

和游戏开发等行业的专业技能门槛, 导致相关从

业者的专业知识贬值。据高盛的报告, 全球可能

有 3 亿工作岗位面临被 AI 取代的风险, 包括律

师、会计师等专业领域。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对其评论“gg humans” (代指“打得好, 我认

输”)。然而, 360 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却认为“AI 不

一定那么快颠覆所有行业, 但它能激发更多人的

创作力”。这种技术革新可以帮助员工更便捷完成

工作并激发创新。此外, 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及极

端事件也会对从业者的工作技能和专业知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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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在《后疫情时代经

济之未来的工作》的报告中强调“到 2030 年, 全

球或将有超过 1 亿的劳动者(即每 16 名劳动者中

就有 1 人)需变更职业。这不仅对劳动者的工作技

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也迫使企业和决策者思

考：如何帮助劳动者获取未来所需的技能。”因此, 

如何帮助员工更好应对动荡环境的挑战逐渐成为

学术界和实践者所关注的前沿和热点话题。 

管理与组织理论始终强调知识在专业人员的

工作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Goodrick & Reay, 2011; 

Nelson & Irwin, 2014)。知识对于指导专业人员如

何开展工作和应对不同的事件至关重要(Compagni 

et al., 2024), 也是专业人员对任务、地位和权威主

张管辖权的基础(Freidson, 2001)。然而, 新技术使

用或市场经济环境导致的任务变化可能使个体知

识管理面临困境, 如先前知识变得不那么有价值

(Polidoro, 2013)。例如, 技术会侵蚀职业管辖权, 

Google 的深度学习算法“Inception -v3”可以自动

识别眼底照片中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且其诊断

准确率已经超过了医生。正是由于知识的重要性, 

高效充分完成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受到挑战或威

胁时(即知识颠覆), 才会被员工深刻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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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知识颠覆的研究主要是 Compagni

等人(2024)在前人的基础上, 提出知识颠覆(knowledge 

disruption)是挑战完成专业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

充分性的事件或长期社会转变的状态(Compagni 

et al., 2024)。他们根据是否存在替代性知识这一

标准 , 将知识颠覆划分为可缓解与不可缓解两

类。由于知识颠覆属于较为前沿的概念, 因此现

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亟需解决：第一, 已有研究

还未对其进行细致的分类探究和测量工具的开发; 

第二, 已有文献重点关注专业群体, 对个体在动

态环境中所受的影响关注比较少, 但知识相对于

个体而言既有专业边界, 也有心理所有权的领地

意识; 第三,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定性的案例研究, 

对某个特定的群体进行研究, 发现群体容易受到

新技术、极端事件或新群体的影响而发生知识颠

覆(Anderson & Lewis, 2014; Bechky, 2020; Nelson 

& Irwin, 2014)。群体应对知识颠覆主要通过专业

知识的边界管理来扩大或维护自己的知识范围

(如 Currie et al., 2012; Lifshitz-Assaf, 2017)。但

Anderson 和 Lewis (2014)发现知识颠覆对个体和

群体的影响并不一样, 尤其是个体对知识具有心

理所有权的领地意识。这可能导致个体将知识内

化为自我的一部分, 视知识颠覆为一种自我威胁, 

知识颠覆从而对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危与机

共存的动荡环境中, 个体如何利用知识颠覆转危

为机？这仍是学术界亟需探讨的问题, 也是本研

究关注的问题。 

鉴于上述分析, 本文拟基于自我威胁相关的

理论视角, 以“动荡环境中个体知识颠覆的研究”

为研究内容, 着重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 知识

颠覆的核心内涵与操作化测量是什么？第二, 个

体层面知识颠覆的前置动因与形成路径为何？第

三, 个体应对知识颠覆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机制是

怎样的？为了解决以上研究问题, 本研究将通过

三个相互关联的子研究, 厘清知识颠覆的概念内

涵并开发其测量工具, 构建出从个体知识颠覆的

形成到知识颠覆对个体影响的连贯机制模型, 不仅

能丰富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 也能为组织员工有效

应对动荡环境, 转危为机提供有价值的管理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知识管理的动态研究 

知识管理是一个系统的连续过程, 旨在对组

织知识资产进行识别、探索与利用, 从而满足不

断发展变化的需求 , 并为组织开发新的机遇

(Quintas et al., 1997)。知识管理能力本质上是动态

的, 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已成为关于如何引导组

织在动态环境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Kaur, 

2023)。相关的研究不断涌现, 为促进该领域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体而言, 目前关于知识管

理的动态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能力视角、过程视

角和互动视角三个方面。 

2.1.1  知识管理的能力视角 

传统知识基础理论仅基于静态视角说明了积

累的知识基础是创新过程中重要的资源(Douglas, 

2008), 并不足以解释企业在动态环境中如何持续

维持竞争优势的问题。Teece 及其同事(1994)提出

了动态能力理论, 强调了通过整合、构建和重新

配置内外部资源以使其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和应对动态变化的环境的能力 (Teece & Pisano, 

1994)。为了在动态环境中维持持续性的竞争力, 

企业知识管理和个体的知识也需要适应不断变化

的任务 (王思梦  等 , 2023; Todorova & Durisin, 

2007)。因而知识管理需要从一个能力动态变化的

视角去观察和研究。 

2.1.2  知识管理的过程视角 

Alavi 和 Leidner (2001)的研究提出了知识管

理过程理论, 并指出知识管理作为一个过程, 主

要包括知识创造、知识存储、知识转移和知识应

用四个过程(Alavi & Leidner, 2001)。学者们基于

知识管理过程, 研究了外部知识搜索或跨界知识

搜寻(王娟茹, 李苹, 2020; 朱云鹃, 陈金标, 2023; 

Zan et al., 2024)、知识异质性(李纪琛 等, 2023; 

汤超颖 等, 2022; 郑江波, 亢姝婧, 2023; Zhang 

et al., 2020)、知识多样性(刘璇 等, 2021)和知识重

构(芮正云, 马喜芳, 2022)等知识管理行为和知识

状态对工作绩效和创新的影响。 

2.1.3  知识管理的互动视角 

在互动视角中, 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的研究：

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组织层面主要侧重于组织

之间的联盟与企业知识管理和创新的关系研究

(如赵健宇 等, 2020; Arora et al., 2021)。个体层面

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与组织内人际之间的个体知

识行为的影响 , 例如知识分享(陆欣欣 , 涂乙冬 , 

2018; Deng et al., 2023; Issac et al., 2023)和知识隐

藏(赵红丹, 刘微微, 2020; Feng & Wang, 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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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知识管理的动态视角已经广泛引起了大

家的关注, 尤其是在当今环境不断变化的时代。

在管理学领域, 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组织中个体

知识管理的状态和行为。 

2.2  个体知识管理的边界性 

个体知识管理具有边界性, 主要包含心理边

界和专业边界两个方面。心理边界主要基于个体

知识心理所有权理论, 指的是知识由个体通过学

习等方式获得 , 并且个体也会不断创造新知识 , 

基于此, 个体会在心理上将自己学习、创造的知

识视为自己的领地, 进而形成对知识的心理所有

权(Peng, 2013)。这种个体知识的心理所有权促使

个体形成自己的知识领地意识 (曹洲涛 , 杨瑞 , 

2014), 进而对自己的知识是否分享和隐藏等行为

具有控制感(Peng, 2013; 姜荣萍, 何亦名, 2014)。

专业边界是基于知识职业基础理论, 指的是知识

是专业社会结构的基础, 对于个体专业人员来说, 

知识是描述他们的日常实践和推理过程的每个步

骤的核心 , 允许专业人员匹配解决方案与问题

(Abbott, 1988), 也是区别不同专业人员的基础。

这种物理边界将表现在知识异质性(Ye et al., 2016)

和知识网络结构(Phelps et al., 2012)差异上, 进而

对个体基于知识的创新产生影响。 

心理边界性和专业边界性同时存在于一些个

体知识管理状态和行为中, 例如知识转移和知识

颠覆。在知识转移的研究中, 左美云(2004)引入了

知识势能的概念, 认为知识转移是不同知识势能

主体之间的转移过程。这种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

的转换过程意味着知识主体对自己的知识具有专

属性的控制权, 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知识行为(魏

江, 王铜安, 2006); 而从知识势能高的主体转移

到知识势能低的主体则说明知识具有一定的专业

性。同样, 知识颠覆中任何严重挑战专业知识基

础充分性的事件或长期社会转变都可能被视为对

他们的知识专业性和工作控制权的破坏(Compagni 

et al., 2024)。因此, 这种控制权和专业性是同时兼

具心理边界和物理边界的个体知识管理特征。 

在个体知识管理的研究中, 知识型员工或专

业人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一方面是因为

这类人员是企业和组织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量, 另

一方面, 因为专业知识是知识型员工和专业人员

在职业制度中享有地位和威望的基础(Lockett et 

al., 2014)。因此, 专业知识在动荡环境中所面临的

挑战及专业人员的应对策略, 正日益引发个体知

识管理领域学者与实践者的研究兴趣。 

2.3  知识颠覆的相关研究 

2.3.1  知识颠覆的概念 

文献回顾表明, 当前关于知识颠覆的研究仍

相 对 匮 乏 。 Elenkov (1997) 曾 将 颠 覆 性 知 识

(disruption knowledge)定义为员工通过扫描技术

环境和评估对其工作的潜在影响而掌握的知识。

Compagni 及其同事(2024)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 

提出知识颠覆(knowledge disruption)是挑战完成

专业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充分性的事件或长期社

会转变的状态(Compagni et al., 2024)。可见, 知识

颠覆一般伴随着新技术、其他专业群体或同一专

业的子群体中出现的替代知识体系, 这使得焦点

专业的知识体系的充分性不确定, 并威胁到其解

决某些类型问题的管辖权。Compagni 等人(2024)根

据是否存在替代知识将知识颠覆分为可缓解和不

可缓解两类, 但目前大多数情况下的知识颠覆是

属于可缓解的知识颠覆。鉴于知识颠覆是一个新

兴的前沿概念, 现有研究尚未对其进行系统性的

分类, 也未能开发出成熟的测量工具。 

2.3.2  知识颠覆与相近概念的辨析 

知识重构与知识颠覆。知识重构指的是企业

通过吸收外部知识重组内部知识体系的过程, 其

核心是通过改变知识配置(如引入新知识调整原

有结构), 提升知识利用效率并加速隐性知识显性

化(Prieto et al., 2009; Velu, 2015; 饶湖广, 2019)。

知识颠覆意味着打破重来, 是企业不断吸收和利

用新知识要素, 变革原有知识体系, 重塑关系类

型 , 形成更有价值的新知识体系的能力 (王建军 

等, 2020)。章长城(2021)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基于资

源异质性的知识交换创新。二者在以下三方面有

所差异。一是驱动方式不同, 知识重构是对知识

体系的主动变革, 而知识颠覆描述了知识体系被

外部技术或市场冲击打破的过程。二是对知识体

系的作用方式存在差异。知识颠覆对现有专业知

识属于破坏性替代(如 AI 取代传统技能), 但知识

重构更多的是对于知识体系的适应性重组(如跨

学科知识融合)。三是是价值目标上存在差别, 知

识重构是以优化知识体系、提升效率为目标而产

生的结构性调整(如“企业引入区块链技术重构供

应链知识体系, 在保持核心流程的同时提升透明

度和抗风险能力”), 但知识颠覆的目的性不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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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二者的区别, 知识重构的测量难以适用

于知识颠覆。 

知识更新与知识颠覆。知识更新是指因旧知

识失去应用价值, 被个人或组织通过学习、吸收

和整合外部知识所创造的新知识替代的线性迭代

过程(胡汉辉, 潘安成, 2006; Zhang & Wang, 2012), 

或个体通过主动学习掌握新技能以适应技术发展

的持续性行为(李海 等, 2016)。Darban 等人(2016)

从感知的角度出发, 强调了知识更新前后的差异, 

提出感知知识更新是培训前感知知识与培训后感

知知识之间的差异。从以往学者们对于知识更新

的定义可知, 知识更新的本质是知识的一种代际

更替。知识更新与知识颠覆较为明显的差异在于

二者变革方式的不同。知识更新的本质是知识体

系的延续性迭代, 描述了旧知识因应用价值衰减

而被新知识替代的渐进过程(如医生学习新手术

技术替代传统方法), 它通过培训、阅读或实践填

补个体知识缺口, 维持职业竞争力。而知识颠覆

则可能会使原有专业知识体系瞬间失效(如生成

式 AI 使编辑的文本校对技能价值归零), 强调环

境所带来的具有突发性和颠覆性的瞬间, 并非是

人为设计的持续迭代过程。鉴于上述二者的区别, 

知识更新的测量难以适用于知识颠覆。 

知识创新与知识颠覆。知识创新的概念由美

国学者 Amidon Rogers 在 1993 年首次提出, 其将

知识创新定义为“新思想创造、演化、交流和运用, 

使其转变成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知识创

新有三种形式, 一是通过研究和发展活动进行知

识创新; 二是除了研究与发展活动外, 在知识的

生产、传播、交换和应用过程中发生的知识创新; 

三是为了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新知识的首次扩散和

应用(Amidon Rogers, 1993)。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

高(2006)提出知识创新的本质是知识获取、整合、

内化与共享的交互过程, 推动企业发展方向的新

探索。后续学者如马鹤丹(2018)强调知识更新能够

支撑技术更新与数据处理产生新知识。所以知识

创新的核心是主动创造新知识体系, 为技术创新

提供理论基石。知识创新与知识颠覆的核心差异

在于两个方面：(1)驱动方式不同。知识创新是主

动构建新知识体系的创造过程; 而知识颠覆是被

动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知识体系崩塌, 是外界冲

击下的被动应对。(2)是否有新知识的产生。知识

创新依赖科研机构或企业研发部门的系统性探索, 

以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 , 通过研究实现知识“从

无到有”的突破 ; 而知识颠覆更多的是对外来冲

击的应对, 有可能并未产生全新的知识。鉴于上

述二者的区别, 知识创新的测量也难以适用于知

识颠覆。 

表 1 直观描述了知识颠覆与知识重构、知识

更新、知识创新在各维度上的区别。 

2.3.3  知识颠覆的来源 

关于知识颠覆的形成来源, 现有研究主要基

于定性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因素：新技术、

极端事件和其他专业群体。第一, 新技术的威胁。

技术的变革可以使先前的知识变得不那么有价值, 

甚至过时(Chase & Simon, 1973; Nelson & Irwin, 

2014; Polidoro, 2013)。新技术的引入可以通过取

代或创造职业来创造广泛的制度变革 (Abbot t , 

1988)。此外, 技术的采用通常会改变工作场所的

社会结构, 破坏群体间的关系, 并改变地位等级

(Barley, 1990; Bechky, 2020)。第二, 极端事件的影

响。某些极端事件可能同时破坏个人知识和共享

知识 ,  降低知识与环境的契合度 ,  如自然灾害 , 

可能会使组织的结构和现有知识变得无关紧要或

不充分(Anderson & Lewis, 2014)。极端事件造成

的破坏被建模为对个人知识(不断变化的任务需

求使个人知识过时)和集体知识(不稳定的成员关

系使关于成员角色、知识以及互动和沟通过程的

集体知识变得不那么相关)具有高度破坏性。第三, 

其他专业群体的取代。一个新的专业群体的出现, 

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库, 可能能够解决类似的专

业问题(Anteby, 2010; Currie et al., 2012), 或者是 
  

表 1  知识颠覆与相近概念的对比 

概念 驱动方式 本质特征 变革方式 主要价值目标 

知识重构 主动规划 优化现有知识结构 适应性重组 提升效率与抗风险力 

知识更新 主动学习 渐进式迭代旧知识 延续性迭代 维持竞争力 

知识创新 主动创造 创造全新知识 突破性跃迁 拓展认知边界 

知识颠覆 被动冲击 破坏性替代专业知识 系统性失效 被动适应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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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专业群体内部, 关于如何执行任务出现

了新的想法(Nigam & Dokko, 2019)。以上三个方

面说明知识颠覆是由互补性知识和替代性知识的

出现造成的, 并且知识颠覆被专业人员视为对于

他们的管辖控制、地位和声望的威胁。 

2.3.4  知识颠覆的影响 

知识颠覆对个体的影响主要分为情绪和态度

行为两种。在情绪方面, Compagni 等人(2024)对新

冠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知识颠覆的定性研究发现 , 

面对知识颠覆 , 医护人员虽然有消极认知情绪 , 

但在实践中也有积极道德情绪。在态度行为方面, 

知识颠覆会使个体产生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第

一, 积极应对包括扩大知识库(Abbott, 1988; Evans, 

2021)和拆除知识边界(Lifshitz-Assaf, 2017)。例如, 

Evans (2021)研究发现当干细胞科学家觉得他们

的专业知识库不足以应对生物伦理学家和道德哲

学家提出的挑战时, 他们就开始在“认知扩展”的

过程中, 有选择地吸收这个专业团队的知识、概

念和推理。第二, 消极应对包括通过使替代知识

体系污名化来捍卫自己的知识基础, 或者通过协

商其他群体成员对新知识的应用控制, 以维持管

辖权的控制 (Currie et al., 2012; Martin et al., 

2009)。例如, Martin 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虽然从

事遗传学专业的有权势的专业人员同意将日常任

务委托给其他专业人员, 但他们试图通过向那些

他们委托给这些任务的人提供教育和审计来保持

对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控制。可见, 大多数专业反

应的目的是既要确保专业知识的充分性, 又要重

建其相对于相互竞争的知识体系的首要控制权地

位。这些定性研究将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重要的

理论基础。 

2.4  研究述评 

回顾以往有关知识管理以及知识颠覆的相关

研究, 我们认为以往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理论基

础、研究视角等多方面给予本研究很多启示, 但

也存在一些研究缺口需要继续完善, 主要表现为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以往动态知识管理的研究大多关注组

织层面, 较少考虑个体层面。从现有知识管理的

研究综述来看, 学者们大多关注组织在动态环境

中维持持续竞争力的能力视角和过程视角, 虽然

有少数研究从人际互动视角研究个体之间的知识

流动, 但却较少考虑动态环境的因素。Wang 和

Noe (2010)等众多学者提出组织知识管理的成功

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然而, 现有研究极少去关

注个体知识在动荡环境中的影响。因此, 为了弥

补个体动态知识管理的研究不足, 我们认为非常

有必要关注个体知识颠覆的形成和影响机制。 

第二, 以往个体知识边界管理的研究偏重主

动视角, 忽视了被动视角。从以往对个体知识管

理的边界性的研究回顾来看, 个体知识管理主要

分别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和知识职业基础观进行

边界管理, 这些知识行为大多从主动管理视角出

发, 较少考虑边界被动打破的情形。然而, 在实践

中, 个体知识边界很多时候是被迫破坏的(Lifshitz- 

Assaf, 2017), 并且同时打破心理所有权边界和知

识专业边界, 此时仅从主动视角来看个体知识边

界管理难窥全貌。因此, 可以从个体知识管理的

动态性和边界性来阐释被动的知识颠覆现象。本

研究对知识颠覆的概念内涵、形成机理和影响机

制进行研究, 以期能丰富个体知识边界管理在动

态环境中的被动视角研究。 

第三, 以往知识颠覆的研究方法大多基于定

性研究, 缺乏定量实证研究。基于现有知识颠覆

相关的研究回顾, 我们发现知识颠覆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 概念较为前沿, 绝大多数研究采用

定性的案例研究方法来描述知识颠覆的形成和影

响机制, 现有研究几乎没有对知识颠覆的定量实

证探究。然而,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

式更能全面揭示知识颠覆研究全貌。因此本研究

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在对知识颠

覆进行细致的分类探究和测量工具的开发基础上, 

探索其形成机理和影响机制, 从而推动知识颠覆

领域的理论发展。 

3  研究构想 

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提出总体研

究目标：从个体专业知识的角度, 对个体在动荡

环境下知识颠覆概念的特征、类别及测量进行研

究 , 进而探讨知识颠覆的形成机制与影响效果 , 

为个体知识管理理论的拓展做出贡献, 并为组织

和个体有效应对复杂环境和技术冲击带来的知识

颠覆提供管理建议和改进方法。具体地, 本研究

期望实现以下三个子目标：第一, 结合国内外关

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以及访谈的结果, 厘清知识颠

覆的概念内涵和类别, 并开发知识颠覆的测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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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第二, 探究环境动荡性对员工知识颠覆的影

响, 并引入组织风格和个体差异因素, 识别环境

动荡性影响知识颠覆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第

三, 分析不同类型的知识颠覆对员工能力和工作

结果的影响, 并探索其与个体差异因素交互产生

的不同作用效果, 比如自我提升和自我验证, 从

而揭示其差异化影响机制。本文的整体研究模型

如图 1 所示。 

3.1  研究 1：知识颠覆的概念内涵与测量 

本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动态过程和心理所有

权理论探讨了知识颠覆的概念内涵和维度, 然后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索内容结构和

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 

结合前面关于知识管理的框架分析视角, 我

们发现知识管理具有动态性和边界性两个方面。

首先, 组织和个体知识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了通过整合、构建、重新配置

内外部资源以使其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应

对动态变化的环境的能力(Teece & Pisano, 1994)。

由此可见, 个体的知识基础在某些时期可以帮助

他们完成工作中的问题诊断和解决方案的确定等

要求, 但随着环境和技术的快速变化, 原有知识

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可能受到挑战 (Anderson & 

Lewis, 2014)。为了维持持续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个体需要不断动态调整知识储备, 来应对受到影

响的知识。个体知识管理的动态性表明对知识颠

覆这种个体知识状态的研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

性。其次, 个体专业知识具有边界性, 这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心理所有权的边界感知, 另

一个方面是专业知识的范围边界, 即物理边界。

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 个体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或

所属的专业领域具有拥有感, 试图保护其免受他

人占有或侵犯(Peng, 2013)。因此当自己的专业知

识或者专业领域面临新知识的入侵时, 个体的心

理所有权会发挥作用, 产生专业知识将被取代的

感受。此外, 知识是专业社会结构、通过专业化

的劳动分工以及在专业等级制度中分配地位和威

望的基础(Bucher & Strauss, 1961; Larson, 1977; 

Lockett et al., 2014)。专业知识的边界合法性可以

帮助区分专家与外行人, 以及区分来自不同学科

的专家(Abbott, 1988; Lamont & Molnar, 2002)。然

而数字时代正在改变专业知识、组织和工作边界

的渗透性(Benner & Tushman, 2015)。因此, 个体

的专业知识不仅会受到专业领域知识的替代威胁, 

还可能受到跨界领域的挑战。 

结合文献综述与上述分析, 本研究将知识颠

覆定义为个体感知充分高效完成工作所需的专业

知识受到挑战或威胁的程度。知识颠覆的概念内

涵包括：(1)当前完成工作的专业知识受到的补充

或替代的可能性。(2)专业知识受到威胁或挑战可

以是实际已经发生的, 或者可能是即将面临的。(3)

威胁和挑战的来源可以是专业的新知识或新理论, 

也可以是多个领域交叉融合产生的新知识应用。

根据知识颠覆与相近概念的辨析, 本研究认为知

识颠覆的特征为：(1)被动性, 专业知识受到外在

威胁或挑战, 而非自身主动发出; (2)破坏性, 直

接威胁专业知识体系的充分性, 导致原有体系失

效; (3)突发性, 专业知识体系的失效迅速, 而非

逐步迭代。本研究将通过扎根理论回顾有关知识

管理和颠覆性相关的研究来进一步分析知识颠覆

的概念内涵与特征属性。 

接着, 本研究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 探究知

识颠覆的维度。根据知识边界性, 本研究将知识

颠覆分为跨界知识颠覆和专业知识颠覆。跨界知 
 

 
 

图 1  本文整体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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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颠覆指的是个体专业知识因受到专业以外领域

的影响而不能充分高效率完成工作要求的程度。

专业知识颠覆指的是个体专业领域核心知识因为

受到新专业领域内知识的入侵而不能充分高效率

完成工作要求的程度。根据表 2 所示, 跨界知识

颠覆和专业知识颠覆既相互联系也存在区别。跨

界知识颠覆, 主要是受到跨界领域的拓展, 导致

专业知识出现多样性知识的互补, 对其专业知识

存在边缘威胁。而专业知识颠覆, 主要是受到自

己专业领域的深化, 出现异质性的知识对当前知

识的替代关系, 对专业知识产生了核心威胁。 

 
表 2  跨界知识颠覆与专业知识颠覆的对比 

维度类型 范围 知识关系 威胁路径 知识类型

跨界知识颠覆 跨界领域拓展 互补 边缘 多样性

专业知识颠覆 专业领域深化 替代 核心 异质性

  

最后, 研究将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 基于上述研究的知识颠覆的内涵内容结构, 

编制出跨界知识颠覆和专业知识颠覆的测量量表, 

并验证其信度。此外, 本研究还将通过相关分析

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式, 检验跨界知识颠覆和

专业知识颠覆与相关概念(如技术颠覆、知识更新

和知识重构等)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验证区分效度

和聚合效度。 

3.2  研究 2：知识颠覆的形成机理 

为了回答环境动荡性如何对员工知识颠覆产

生影响, 本研究建立了知识颠覆的形成机理模型

(如图 2)。围绕该模型, 本部分将主要完成以下工

作：通过访谈和定性分析, 确定环境动荡性对个

体知识颠覆的影响效果; 基于威胁刚性理论及以

往研究, 分析环境动荡性对个体知识颠覆的作用

机制; 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及以往研究, 探索环境

动荡性对个体知识颠覆影响过程的边界条件。 
 

 
 

图 2  知识颠覆的形成机理模型 

3.2.1  环境动荡性与知识颠覆 

目前我国企业正面临着动荡和变革的环境

(吴晓波 等, 2022)。世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 “双循环”和“双碳”新发展格局的提出 , 以及

OpenAI 的加速更新迭代使得企业组织内外部的

环境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面临着经济结构重构和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环境动荡性(Environmental 

turbulence)用来衡量企业所处的环境动态性 , 主

要指的是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

(Eisenhardt & Bourgeois, 1988), 一般包括技术动

荡性和市场动荡性两方面(Jaworski & Kohli, 1993; 

Calantone et al., 2003)。其中技术动荡性体现了技

术发展更新的速度和不确定性, 市场动荡性主要

指由于用户偏好、产品需求和竞争对手行为等而

产生的不可预测性 (王思梦  等 , 2023; Kohli & 

Jaworski, 1990)。技术动荡和市场动荡引发了个人

对其工作内容的担忧。知识基础观(knowledge-based 

view)确定了知识对于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

性(Kogut & Zander, 1992), 知识获取对持续竞争

优势具有重要作用(姚艳虹, 张翠平, 2019), 尤其

是在动荡环境中。对个体而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作为个体的政治性资源(王志成 等, 2020; 刘

欢, 安立仁, 2021), 对个体的工作绩效和创新绩

效等至关重要(Compagni et al., 2024)。因此, 在动

荡环境中, 组织和个体本质上关心的是对知识管

理的影响。 

威胁刚性理论 (Threat-rigidity theory)认为 , 

对实体(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组织)的切身利益的

威胁将导致僵化的形式。具体而言, 当人们面对

威胁时, 可能会变得害怕和谨慎, 通常会限制他

们咨询的信息源范围, 并限制他们对潜在解决方

案的关注范围, 从而巩固了惯性倾向(Staw et al., 

1981)。本研究基于威胁刚性理论提出, 环境动荡

性将对个体跨界知识颠覆和专业知识颠覆产生影

响。当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时, 应对的灵活性和

多样性具有生存价值。由于先前的、学习得很好

的反应在新的条件下是不合适的, 因此预计在包

含主要环境变化的威胁之后会出现适应不良周期

(Staw et al., 1981)。当企业外部环境中科学技术升

级快速变化时, 个体由于惯性倾向局限于自己已

有的技术知识和专业知识, 但是这可能会导致其

并不足以很好地完成未来的工作。例如出租车司

机, 面临着智能手机软件的应用, 虽然仍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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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边接到顾客, 并运用自己的驾驶技术送达指

定位置, 但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软件将会使他们

失去大量的业务。类似这种因为科学技术的入侵, 

对工作内容产生互补性的影响, 会对个体专业胜

任力形成挑战, 进而导致跨界知识颠覆。因而, 环

境动荡性可能会因为新技术变革的挑战导致跨界

知识颠覆。当由于市场环境中客户需求的变化、

竞争对手行为的变动或新技术出现而产生了替代

性的知识或产品时, 个体因为谨慎态度限制了潜

在解决方案的关注范围, 进而导致自己专业核心

知识的不全面性甚至过时(吴晓波 等, 2022)。任

务的变化或技术的创新可以使先前的知识变得不

那么有价值 , 甚至过时 (Polidoro, 2013; Tripsas, 

1997; Tushman & Anderson, 1986)。比如影视行业, 

由于观影者对特效的要求越来越高, 导致特效师

原来的知识和技能可能难以满足需求。类似这种

新需求与新产品的出现, 对现有工作产生了替代

性影响。这种变革不仅挑战了从业者专业能力的

全面性, 更可能颠覆其原有的知识体系, 要求他

们进行系统性更新。因此, 环境动荡性可能会因

为市场变化对专业核心知识产生替代导致专业知

识颠覆。综上, 环境动荡性既可能产生互补性知

识也可能出现替代性知识, 进而引起跨界知识颠

覆和专业知识颠覆。因而提出： 

命题 1：环境动荡性与跨界知识颠覆正相关。 

命题 2：环境动荡性与专业知识颠覆正相关。 

3.2.2  工作胜任力与专业控制权的中介作用 

威胁刚性理论表明一个人在威胁情境下是否

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取决于与绩效相关的线索在

环境中是中心的而不是外围的, 以及与绩效相关

的反应对个人来说是主导的(Staw et al., 1981)。动

荡的环境意味着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的不稳定性

和不可预测性(王思梦 等, 2023), 对组织和个体

来说都可能是一种威胁。基于威胁刚性理论, 面

临内外部环境引起威胁的个体通常处于消极的风

险规避状态(欧锦文 等, 2021), 信息搜索范围受

到限制(Staw et al., 1981), 导致个体工作解决方案

的局限性。当技术更新迭代快速, 组织和个体面

临的技术环境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时, 员工个体的

工作内容和胜任力特征会受到外部技术环境动荡

的互补性影响和挑战。这种影响可能是外围的而

不是中心的, 因为技术的革新, 可能为完成工作

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和途径。此时处于规避状态的

个体可能难以达到目前工作要求的能力和与完成

目前的工作任务相匹配的能力、技能和素质特征, 

即工作胜任力。工作胜任力的概念源于 1973 年

McClelland 提出的胜任力：个人所具备的态度、

特质、动机、认知、知识、能力等特征, 这些可

以被计量的、且可以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

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被视为胜任力(McClelland, 

1973)。学者们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工作胜任

力进行诠释, 主要存在两种视角, 一种是知识技

能角度, 另一种是特征视角。从知识技能的视角

出发, 工作胜任力指的是员工成功进行职业生涯

管理所需要的累积性知识 (Spencer & Spencer, 

2008), 主要是包括自身完成工作要求所具备的知

识和技能等(Mirabile, 1997;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技术动荡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

性导致个体工作内容所使用的技能要求提升, 虽

然可能并未危及到核心基本知识, 但也会对其工

作胜任力产生负面的影响 , 根据威胁刚性理论 , 

个体倾向于限制其解决方案的选择范围。例如上

文中提到的不懂智能软件的出租车司机, 专业外

的新技术出现, 使得他们逐渐跟不上工作所需的

越来越高的知识和技能(工作胜任力), 进而感受

到跨界知识颠覆。从特征的视角出发, 工作胜任

力是指引起个人高绩效的各种知识、技能、能力、

价值观、动机等特征 (王重鸣 , 2000; Boyatzis, 

1982), 即除了知识和技能 , 工作胜任力也与能

力、价值观、动机等特征息息相关。首先, 根据

威胁刚性理论, 我们认为动荡环境触发的风险规

避状态 (欧锦文  等 , 2021)会抑制个人的学习能

力。具体来讲, 动荡环境抑制了个体的探索性学

习行为, 使个体倾向于固守已知领域, 减少对新

知识的主动寻求, 当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得不到锻

炼时 , 个体很难保持自身知识框架的更新和效

用。这种情况下, 个体一旦接收到全新的外来知

识, 便更容易感受到跨界知识颠覆。其次, 在动荡

环境带来挑战和威胁的情境下, 个体的安全需求

可能压倒成就需求(Maslow, 1943), 对于安稳的追

求使得个体对新技术的价值认同降低、内在学习

动机减弱 , 因此其维持胜任力的内在动力不足 , 

在跨界冲击下, 其知识体系更容易受到颠覆。因

此, 环境动荡性通过工作胜任力对个体跨界知识

颠覆产生影响。 

当市场环境中客户需求变幻莫测, 或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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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与专业核心内容相关时, 个体会强烈感受到

来自外部环境的威胁, 从而产生对自己专业知识

被替代的担忧。这种影响对个体而言可能更偏向

于中心的而不是外围的, 鉴于专业知识对专业自

主的中心地位(Waring & Currie, 2009), 替代性知

识通常会对专业人员的权力和地位产生威胁, 比

如取代其劳动地位等(Currie et al., 2012), 这种被

取代的感受进而负向影响个体对自己专业知识的

控制权。研究者(Waring & Currie, 2009)发现医生

群体在面临环境的变化时, 会感知到知识管理控

制权和自主权的影响进而进行应对。根据威胁刚

性理论, 当个体意识到自己专业控制权的逐步丧

失, 会对自己所具备的专业知识的适应性产生怀

疑, 也会对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替代性知

识进行审视, 因而会导致专业知识颠覆。因此环

境动荡性会负向影响个体专业控制权, 进而导致

个体专业知识颠覆。 

虽然工作胜任力(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和专业控制权(Waring & Currie, 2009)在广

义的概念上都涉及个体能力, 但两者的核心差异

在于 , 工作胜任力强调个体“能不能干好某个岗

位”, 是一种能力; 专业控制权强调个体在某个领

域中“能够决定做什么”, 是一种难以流通、拥有一

定获取门槛的权力。并且基于威胁刚性理论(Staw 

et al., 1981), 二者在假设推导中的角色存在清晰

区别：技术动荡对完成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和

途径, 它可能构成外围性威胁, 冲击的是个体维

持任务绩效所需技能与当前要求的匹配度(工作

胜任力), 导致跨界知识颠覆; 而市场动荡带来的

替代性知识, 直接挑战专业知识的核心价值, 侵

蚀个体对专业知识的权力和地位 (Currie et al., 

2012), 进而引发专业知识体系被替代的颠覆感

(专业知识颠覆)。因此, 工作胜任力聚焦于环境变

化对工作能力的影响, 而专业控制权聚焦于对专

业权力的威胁, 二者分别解释了环境动荡通过不

同路径导致不同类型知识颠覆的独立并行中介机制。 

综上, 本研究提出： 

命题 3：环境动荡性通过工作胜任力对跨界

知识颠覆产生影响。 

命题 4：环境动荡性通过专业控制权对专业

知识颠覆产生影响。 

3.2.3  环境扫描和个体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威胁刚性理论提出来自共同或熟悉的问题的

威胁可能会对个体产生影响, 引起个体的有效应

对, 而来自剧烈环境变化的威胁可能会给个体带

来不良影响(Staw et al., 1981)。因而环境动荡性对

个体知识颠覆的影响可能受到组织层(环境扫描)

及个体层(个体动态能力)应对外部动态性的影响。 

环境扫描最早由学者 Ethel Auster 提出, 他将

环境扫描定义为企业收集外部环境信息的过程

(Ethel & Chun, 1993)。具体来讲, 环境扫描是以企

业战略活动为目标的搜索并获取环境中相关活动

及发展趋势或者变革的信息的过程(蒋兰, 2005)。

这种扫描可以通过识别组织面临的机遇和制约因

素, 使组织能够制定战略, 利用其内部人力资源

的优势(如知识和技能), 在寻求外部机遇时化解

或避免其劣势(Albright, 2004)。因此, 环境扫描对

于组织在动态环境中的学习、灵活性和反应能力

至关重要(Beal, 2000; Frishammar & Hörte, 2005)。

环境扫描有助于组织从各种渠道探索、获得外部

知识, 增强组织发现新机会、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例如, 跨越边界的网络、行业协会和组织外的

专业活动; Damanpour, 1991; Laursen et al., 2012; 

Lee et al., 2001; Liebeskind et al., 1996)。在环境剧

烈变化时, 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强的组织能适应

和快速成长, 即环境扫描程度越强的组织, 其员

工越能更好地从外部获取知识进行发展和成长。

因此面对外部环境的动荡, 员工可能对环境中问

题已经熟悉或者已经接触过这些新的观点。根据

威胁刚性理论, 环境扫描能缓解环境动荡性对员

工工作胜任力的冲击, 从而增强个体的有效应对

反应, 最终降低跨界知识颠覆的负面影响。换言

之, 环境扫描通过提升员工胜任力, 在环境动荡

性与跨界知识颠覆之间起到了关键的调节作用。 

个体动态能力指个体吸收、整合和协调内外

部资源以适应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Eisenhardt 

& Martin, 2000; Teece, 2007)。动态能力不仅是一

种应对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的能力, 而且能学习

吸收新知识(曹红军 , 赵剑波 , 2008; 杜俊义 , 冯

罡, 2020)。相较于同样为能力的工作胜任力, 个体

动态能力与工作胜任力在概念和假设逻辑角色中

存在一定的区别。首先个体动态能力是通用性的、

面向未来变化的适应性能力, 而工作胜任力是情

境特定的、面向任务要求的绩效达成能力。个体

动态能力是工作胜任力得以在变化环境中维持和

提升的基础保障和更新机制(Helfat, 2007; Zol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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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2002), 工作胜任力是个体动态能力在具

体工作场景中的应用体现。其次, 在假设逻辑推

导上, 个体动态能力作为适应性能力, 决定了个

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利用环境动荡带来的信

息与机会。高动态能力的个体更能洞察环境动荡

所带来的专业发展机遇, 从而更主动地寻求控制

权以实施适应性调整(Ambrosini & Bowman, 2009; 

Teece, 2007)。而工作胜任力的更新往往是个体运

用动态能力应对变化后的结果, 其本身难以直接

解读环境动荡对其专业控制权的影响。因此, 个

体动态能力作为环境动荡性对专业控制权作用的

调节变量是合适的。 

环境动荡性是指市场与技术环境所具有的不

稳定与不可预测特征(王思梦 等, 2023)。它既可

能构成对现有专业知识的替代与更新, 也为个体

带来了加速成长与能力重构的重要机遇。外部环

境变化最直接、最显著的冲击是其改变了工作岗

位对从业者具体知识、技能和能力(即工作胜任力)

的要求(Alavi & Leidner, 2001; Quintas et al., 1997)

或改变了个体在专业领域中“能够决定做什么”的

权力, 进而对知识颠覆产生影响。高动态能力的

个体, 具有高的识别能力、获取能力和转化能力

(徐宁 等, 2014), 所以会对技术革新和市场需求

变化敏感, 能够识别动荡环境中的机会, 从而获

取相关知识并融合到工作的专业知识中。那么环

境动荡产生的替代性知识对自己专业知识的挑战

会因员工个体的动态吸收能力而减少, 进而对专

业知识颠覆的影响也会有所缓解。 

因此, 个体动态能力能减缓环境动荡性通过

专业控制权对专业知识颠覆的影响。综上, 本研

究提出： 

命题 5：环境扫描调节环境动荡性对工作胜

任力的作用并进而调节其对跨界知识颠覆的影响。 

命题 6：个体动态能力调节环境动荡性对专

业控制权的作用并进而调节其对专业知识颠覆的

影响。 

3.3  研究 3：知识颠覆的影响机制 

为了分析不同类型的知识颠覆对员工能力和

工作结果的影响, 并探索其与个体差异因素交互

产生的不同作用效果, 本研究建立了知识颠覆的

影响机制模型(如图 3)。围绕该模型, 本部分拟重

点完成以下工作：通过纵向追踪研究, 分析个体

跨界知识颠覆和专业知识颠覆对工作结果(创新

绩效)和工作能力(工作韧性)的影响; 从自我提升

视角来研究跨界知识颠覆的积极影响路径, 从自

我验证视角来研究专业知识颠覆的消极影响路径; 

结合内隐理论探索个体差异(成长心态和固定心

态)在影响机制中形成的边界条件。 
 

 
 

图 3  知识颠覆的反应机制模型 
 

3.3.1  知识颠覆与创新绩效和工作韧性 

知识是专业人员开展工作和应对事件的核心

指南, 它使专家能够有效诊断问题并提出解决方

案, 同时也是其主张任务管辖权、专业地位和权

威性的理论基础 (Abbott, 1988; Freidson, 2001; 

Larson, 1977)。知识颠覆挑战了个体完成专业工作

所需的专业知识充分性, 因而可能会对一个人的

社会自尊、地位和接纳产生威胁, 即社会自我概

念的威胁(Dickerson et al., 2004; Kemeny et al., 

2004)。自我威胁发生在个体对自己的看法与认知

受到质疑、矛盾、挑战、指责或其它不利情况时

(Baumeister et al., 1996)。根据社会自我保护理论

(Social self-preservation theory), 保持积极的社会

自我的动机是一种基本动机, 当这一目标受到威

胁时, 就会影响个体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活动(Dickerson 

et al., 2004; Kemeny et al., 2004), 产生强烈的保

护社会自我的动机 , 个体会采取策略来应对威胁

和减少自我差异。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相关理

论提出对自我评价消极的个体倾向于进行补偿性

自我提升来获取他人的肯定(Shrauger & Schohn, 

1995)。自我提升的核心观点是人们有提高个人价

值感的动机。据此, 本研究认为, 面对跨界知识颠

覆, 个体倾向于通过提升工作结果与工作能力来

进行自我提升, 从而证实自身价值、弥合能力差

异。跨界知识颠覆是因为工作所需专业知识之外

的因素导致的对本工作内容的互补性的挑战, 因

此个体更容易通过学习吸收等自我提升方式来弥

补自己难以应对工作中的某些任务的处境。研究

表明对新知识的吸收和整合, 也有利于创新绩效

(王思梦 等, 2023)。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 个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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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压力的恢复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即工作韧性的

增强。 

自我验证理论(self-verification theory)基于自

我一致性理论, 认为人们会通过营造验证自我的

社会环境和对现实信息的主观歪曲来验证自我

(Swann & Read, 1981)。根据自我验证理论, 本研

究认为个体面对专业知识颠覆时, 因工作所要求

的部分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被替代的威胁, 专业

自主性受到了挑战, 因而可能会选择性寻找、接

受和保留专业知识中的核心部分或者没有被替代

的部分, 从而证明自己的专业知识的重要性。这

样的自我验证方式会降低创新所需的新知识和新

技术的吸收, 进而降低创新绩效。此外, 这种对现

实信息的主观歪曲方式, 会降低应对压力的恢复

能力。综上, 本研究提出： 

命题 7：跨界知识颠覆正向影响个体的创新

绩效(7a)和工作韧性(7b)。 

命题 8：专业知识颠覆负向影响个体的创新

绩效(8a)和工作韧性(8b)。 

3.3.2  知识重构和领域维护的中介作用 

社会自我保护理论表明个体通过生理、心理

做出相应反应来解决所面临的威胁(Dickerson & 

Kemeny, 2004)。根据补偿性自我提升理论, 个体

面临跨界知识颠覆情境时, 正在经历消极自我评

价的个体为了获得成长和实现更好的发展, 会扩

展自己的知识和提高技能, 因为跨界知识对目前

的专业知识具有互补性, 更能帮助个体成长。个

体可能会不断吸收和利用颠覆性的新知识要素 , 

重塑原有的知识体系, 进而形成更有价值的新知

识体系, 即知识重构。研究表明知识重构拓展和

重构深化都对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王建军 等, 

2020; 章长城, 2021)。面对跨界知识颠覆产生的知

识重构, 个体对原有的组织知识架构、认知模式

等进行重新加工和重组, 因此能尽快从压力中得

到缓解, 增强了个体适应工作逆境的能力, 即增

强了工作韧性。 

根据自我验证理论, 人们通过筛选与自我评

价一致的反馈来维持他们固有的自我概念, 从而

增强控制感(Swann & Read, 1981)。专业知识颠覆

对个体而言, 面临着原有的部分知识可能被取代

的威胁, 因而对专业人员来说自己的任务、地位

和权威拥有管辖权面临着威胁, 产生了对自我概

念完整性的威胁。此时, 为了维护自我概念的统

一, 个体可能策略性选择未受到颠覆的知识作为

专业领域的核心知识进行辩护, 或者选择性解释

专业知识的领域范围。Martin 等人(2009)通过对遗

传学的研究发现, 专家并不是重构知识边界, 反

而会利用自己制度化的权力重新构建专业知识和

专业管辖范围的边界, 从而维护自己专业知识的

领域。当然这种方式的领域维护, 会限制自己专

业知识的拓展甚至可能对完成工作要求产生负面

作用, 所以会负面影响创新绩效。由于选择性的

领域维护, 因此经历逆境的恢复力不强, 工作韧

性将会降低。综上, 本研究提出： 

命题 9：跨界知识颠覆通过知识重构的中介

作用对个体的创新绩效 (9a)和工作韧性(9b)产生

影响。 

命题 10：专业知识颠覆通过领域维护的中介

作用对个体的创新绩效 (9a)和工作韧性(9b)产生

影响。 

3.3.3  内隐心态的调节作用 

面对知识颠覆产生的消极自我评价时, 自我

提升和自我验证理论各有支持且相互矛盾, 那么

知识颠覆何时通过自我提升, 何时通过自我验证

路径产生影响呢？本研究结合内隐理论将个体的

心态作为边界条件来进行解释。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揭示了人们对可变性的信念, 可以对逆境

情况的影响效果提供解释。基于内隐理论, 个体

可能会有两种心态：固定心态和成长心态(Dweck 

& Leggett, 1988)。固定心态是指认为个人属性是

给定的且不可改变的, 而成长心态是指认为这些

属性是可塑的并且可以成长的(黄韵瑾 , 张荣华 , 

2020; Dweck & Leggett, 1988)。根据内隐理论, 持

有成长心态的个体, 面对跨界知识颠覆时, 会将

这种互补性知识看作一种拓展自身知识和促进自

我发展成长的机会, 因而知识颠覆更可能通过知

识重构的路径对个体产生影响。与之相对, 持有

固定心态的员工, 对领域探索的开放性较低, 处

于专业知识颠覆的情境下, 倾向于认为这种被其

他知识替代的危机是难以改变的, 因而知识颠覆

更可能通过领域维护的路径对个体产生影响。结

合前文中的理论推导, 本研究提出： 

命题 11：成长心态调节了跨界知识颠覆对知

识重构的作用, 进而对个体的创新绩效(11a)和工

作韧性(11b)产生影响。 

命题 12：固定心态调节了专业知识颠覆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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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维护的作用, 进而对个体的创新绩效(12a)和工

作韧性(12b)产生影响。 

4  理论构建 

本研究试图基于自我威胁理论的视角, 尝试

构建知识颠覆的理论研究模型, 明确个体知识颠

覆概念内涵与测量, 系统地解释环境动荡性如何

对员工知识颠覆产生影响, 以及组织风格和个体

差异如何影响知识颠覆的形成过程, 进而分析了

不同类型的知识颠覆对员工能力和工作结果的影

响, 并探索其与个体差异因素交互产生的不同作

用效果, 为知识管理研究领域提供全新的理论视

角和实践指导。 

本研究从个体层面出发, 从被动视角探索个

体知识边界管理现象, 拓展了现有动态知识管理

的研究边界。首先, 以往学者们大多从组织在动

态环境中维持持续竞争力的能力视角和过程视角

出发进行知识管理的研究(王思梦 等, 2023; Kaur, 

2023), 虽然有少数研究从人际互动视角研究个体

之间的知识流动(陆欣欣, 涂乙东, 2018; Feng & 

Wang, 2019), 但却较少考虑动态环境的因素。而

Wang 和 Noe (2010)等学者提出组织知识管理的成

功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因此本研究对于个体层

面知识颠覆的探索, 有助于填补个体动态知识管

理的研究不足。另外, 以往个体知识边界管理的

研究偏重主动视角 (Cohen & Levinthal, 1990; 

Schilling & Phelps, 2007), 有学者发现由于个体

对自身的知识存在心理所有权(Peng, 2013), 当他

们面对知识分享、知识隐藏等知识管理活动时具

有自主控制感 ( 姜荣萍 , 何亦名 , 2014; Peng, 

2013)。但这些研究都忽视了被动知识边界管理这

一重要视角, 因为在实践中个体知识边界很多时

候是被迫破坏的(Lifshitz-Assaf, 2017)。因此, 本

研究基于个体知识管理的动态性和边界性来阐释

了被动的知识颠覆现象, 丰富了个体知识边界管

理在动态环境中的多样视角研究。 

本研究深化了知识颠覆概念的理论内涵、维

度并开发了测量量表。目前关于知识颠覆的研究

以定性方法为主, 其中对于其如何形成的研究发

现了新技术的威胁(Chase & Simon, 1973; Nelson 

& Irwin, 2014; Polidoro, 2013)、极端事件(Anderson 

& Lewis, 2014)以及其他专业群体的取代(Currie 

et al., 2012)这三种因素, 但本研究发现这三种因

素对知识颠覆的影响效应存在共通之处, 即他们

是对个体知识领域造成了拓展还是深化？所以本

研究结合动态能力理论(Teece & Pisano, 1994)以

及知识的边界性探讨了知识颠覆的概念内涵, 创

造性地将知识颠覆划分为“跨界知识颠覆”和“专

业知识颠覆”两个维度 , 澄清了不同情境下知识

颠覆的具体表现与作用路径。并且, 本文编制了

知识颠覆的测量量表, 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知识颠

覆研究中测量工具缺失的问题, 而且能够为后续

量化研究提供可操作的工具, 为知识颠覆研究从

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新阶段迈进、探索知识颠

覆的形成来源及其作用效果奠定了重要基础。另

外, 建议未来的研究能够充分开展法则网络研究, 

系统检验知识颠覆与相关构念(如知识更新、知识

隐藏等)的理论关系。通过实证数据夯实其区分效

度与辨别效度, 进一步明确知识颠覆在组织行为

与知识管理理论体系中的独特定位, 巩固本构念

的理论价值。 

本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并构建了知识颠覆的形

成以及影响机制, 拓展了动态环境中知识颠覆的

前因及后果研究。鉴于技术迭代日益加快, 动荡

的环境迫使个体不断扩展跨界知识以适应新环境, 

个体在知识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如知识颠覆)只

增不减, 因此, 了解个体将如何经历知识颠覆以

及了解知识颠覆影响机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

方面, 已有关于知识颠覆形成的研究, 偏向强调

技术更新如何导致群体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失效

(Polidoro, 2013), 鲜有研究揭示动荡环境中的个

体受到外部知识冲击的心理状态。所以本研究基

于威胁刚性理论(Staw et al., 1981), 从动荡环境的

外部压力出发 , 结合个体心理边界的动态变化 , 

系统性地探讨了知识颠覆的形成路径及其关键驱

动因素。本研究提出, 知识颠覆不仅是动态环境

中知识变化的被动结果, 更是一种因环境威胁引

发的心理认知过程, 所以也会受到个体工作胜任

力和专业控制权等多维因素的共同驱动。通过这

一构建, 将知识颠覆的形成从单纯的知识层面拓

展到心理与情境层面, 为理解知识颠覆的前因机

制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 已有关

于知识颠覆影响机制的研究大多在讨论知识颠覆

如何影响专业群体的应对措施(Currie et al., 2012; 

Lifshitz-Assaf, 2017), 极少有研究知识颠覆对个

体的影响路径, 故本研究基于自我提升和自我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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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视角, 分别针对上述关于跨界知识颠覆与专业

知识颠覆创造性地构建了与两类知识颠覆相匹配

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结合内隐理论和社会自我保

护理论分析了面对知识颠覆, 个体通过自我提升

和自我验证的路径来实现自我威胁的应对, 提出

知识颠覆会通过自我提升或自我验证路径促进或

阻碍创新绩效和工作韧性, 进而达到保持一个积

极的社会自我的基本目标。这种双路径模型深化

了知识颠覆对个体行为及其工作表现的复杂性理

解。同时, 本研究的研究思路提升了社会自我保

护理论模型, 即面对自我威胁, 个体的自我保护

动机可以通过自我提升和自我验证两种差异化的

影响机制来实现。本研究虽然仅仅探讨了知识重

构和领域维护的影响机制, 但为未来研究提供了

新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创造性地从自我威胁的视角构建了一

个从遭遇知识颠覆到应对知识颠覆的系列机制。

目前关于知识颠覆的个体完整机制链极少, 尽管

Tushman 和 Anderson (1986)提出了面对技术颠覆

时组织的适应机制, 但依旧没有为个体的知识颠

覆提供应对策略。因此本研究以环境动荡为背景, 

揭示了个体知识颠覆的从前因到后果的动态过

程。另外, 知识作为专业等级制度中分配地位和

威望的基础, 因而知识颠覆意味着可能失去社会

尊重或地位, 即面临自我威胁。现有研究大多将

个体知识视为一种资源 (Asrar-ul-Haq & Anwar, 

2016; Bontis, 1998), 而本研究将知识视为自我的

一部分, 因而知识颠覆是一种对自我概念的威胁, 

基于威胁刚性理论和社会自我保护理论等自我概

念的相关理论基础, 探讨了知识颠覆在动荡环境

中的形成机理和影响机制。从自我威胁的视角来

研究知识颠覆的动荡环境中的形成机理和对工作

结果和能力的影响机制, 不仅为个体知识管理领

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也拓展了该领域的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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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connotation, formation and impact mechanism  
of knowledge dis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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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wift update and iteration of novel technologi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ontinuously evolving market environment, the knowledge of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is 

experiencing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The question of how organizational employees can leverage 

knowledge management to transform the crisis into an opportunity and foster innovation within a turbu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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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topic in management research. This study will adopt the 

methodologies of grounded theory, text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longitudinal tracking to carry 

out three studies centered around “individual knowledge disruption in turbulent environment”. Firstly, 

relying on the dynamic and boundary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larify the conceptual 

essence and dimension classifications of knowledge disruption and develop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 

tools. Second, uncove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mployee knowledge disruption in a turbulent 

environment. Finally, grounded in the social self-preservation theory and implicit theor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the resulting effects of individual knowledge dis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lf-enhancement and self-verific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ill augment the theoretical depth of 

individual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offer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mployee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knowledge disruption in turbulent environments. 

Keywords: knowledge disruption, environmental dynamism, social self-preservation theory, self-enhancement, 

self-verification 


